
 ·1258· 

农村成年子女外出务工对留守父母 

健康的影响* 

陈  璐  谢文婷 

内容提要：本文采用倾向值匹配方法评估农村成年子女外出务工对留守父母健

康的影响。研究发现成年子女外出务工后，留守父母过去四周患病概率增加 2.7 个

百分点。同时，这种负面影响也显著体现在留守父母的心理健康。文章进一步从性

别差异角度分析，发现子女外出对父亲的健康影响更大；和女儿相比，儿子外出对

父母健康的负面影响更大。 

关键词：老龄化  人口流动  健康  倾向匹配方法 

 

引言 

2017 年 10 月 1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提

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按照联合国的标准，我国在

1999 年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目前已成为世界上人口老龄化进程最快的国家。来自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截至 2017 年，我国 60 周岁及以上人口为 2.4 亿，占总人

口的 17.3%。作为“健康中国”战略目标的重要一环，如何实现“健康老龄化”成

为老龄社会迫在眉睫的问题。与此同时，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推进，农村地区大

量劳动力外流，《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 2017》数据显示，截至 2016 年年底，我国

流动人口数达 2.45 亿，占总人口的 17.7%，其中农民工人口数量庞大，接近 1.6 亿

人。成年子女离开家乡外出务工，由此也形成了数量庞大的留守在农村的老年人群

体。在我国农村地区，由于社区照护机构和专门老年护理机构发展滞后，老年父母

的赡养和生活照料依然是由家庭来承担，主要是由成年子女向父母提供经济支持、

生活照料和情感支持。而一旦子女选择外出务工，留守在家的父母所获得的各种照

料和支持必将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与此同时还可能增加留守父母照料孙辈的负

担，从而对其健康状况产生影响。留守父母的健康状况是实现“健康中国”战略中

必须面对的问题，成为政府部门和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因此，本文旨在科学和系统

                                                        
*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家庭老年照料的隐性成本”（项目号 16BRK01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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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评估成年子女外出务工对留守父母健康的影响，为今后我国相关老龄政策的制定

提供经验研究和决策依据。 

本文采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ina Health and Nutrition Survey，CHNS）

1997—2015 年的数据，采用倾向性匹配分析方法对农村成年子女的外出务工对留守

父母健康的影响进行评估。在此基础上，考虑到在中国农村地区，“孝道”对不同

性别的子女而言是不同的，因此我们进一步从性别差异角度，检验对于留守父亲或

母亲，以及不同性别子女外出务工产生影响的异质性。 

一、文献综述 

对于成年子女外出务工对留守父母健康状况的影响，虽然国内外学者进行了相

关研究，但结论并不一致。绝大部分研究发现子女外出务工对留守父母无论是身体

健康状况还是心理健康状况都有负面影响。Antman（2010）使用墨西哥 2001 年的

截面数据，研究发现子女移民增大了父母身体和心理健康恶化的可能性。Falkingham 

et al.（2017）使用印度 2011 年的截面数据，研究发现有外出务工子女的老人高血压、

糖尿病和心脏病等发病率更高。Adhikari et al.（2011）使用泰国 2007 年的截面数据，

研究发现有外出务工子女的老人更容易呈现较差的心理健康。连玉君等（2015）采

用 CHNS 数据，研究发现子女外出务工使得父母自评健康和生活满意度双双下降。

杜鹏等（2004）利用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 2004 年的调查数据，研究发现村

子女外出务工后留守老人孤独感加重。温兴祥（2016）采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

查 2011 年的数据，研究发现留守父母的主观健康与客观健康均受到不利影响。宋

月萍（2014）采用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 2009 年的调查数据研究发现

留守老人对于来自子女的精神支持的反应十分敏感。但是也有少部分研究发现子女

外出务工对父母健康有积极影响。Kuhn et al.（2011）使用来自摩尔多瓦 2011 年的

家庭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子女外出带来的收入提高能为留守父母提供更好的饮食和

更闲适的时间分配，这些积极作用能补偿老年人与子女社会联系减少造成的负面影

响。Böhme et al.（2015）使用来自印度尼西亚 1997 至 2000 年的家庭生活调查数据，

研究发现子女外出后家庭经济收入的提高给父母健康带来的积极影响超过了消极

影响。 

由于子女外出务工的选择不是随机发生的，可能会受到可观测和不可观测诸多

因素的影响，具有一定的自主性，因此在研究方法上必须克服这一问题带来的影响，

才能得到无偏的回归结果。在现有文献中，有的作者采用截面数据的 Logit 回归方

法（Evandrou et al.，2017）或对数线性模型方法（罗芳、彭代彦，2007）；有的学

者采用工具变量方法（Ao et al.，2016；连玉君等，2015）解决可能的内生性问题；

也有的学者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Huang et al.，2016）和截面数据的倾向性匹 s

配方法（舒玢玢、同钰莹，2017；温兴祥等，2016）解决自选择问题。虽然以上研

究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到外出务工的自主选择性，但是如果选择外出务工的子女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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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观测因素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而且这种差异随时间变化的趋势不同，那么固定效

应模型并无法解决这种自选择效应带来的影响。此外，Gibson et al.（2011）在对 普

通最小二乘法（Ordinary Least Square，OLS）方法、倾向值匹配分析方法（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PSM）方法以及工具变量方法的比较研究中，发现 PSM 方法对内

生性问题的处理效果优于其他两种方法。 

在以往的研究基础上，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本文使用

了 CHNS 七次纵向调查数据，从 1997 年问卷第一次调查家庭外出务工人员情况，

到 2015 年最新数据，数据跨度 19 年，使研究结果更具说服力和代表性；第二，本

文使用倾向匹配得分方法来控制自选择效应可能带来的影响，由此得到的回归结果

也更加科学可靠；第三，本文进一步基于性别角度，分别对不同性别的留守父母以

及不同性别的外出务工子女分别进行回归分析，使研究更加深入。 

二、数据和变量 

（一）数据 
本文使用 CHNS 数据，该项调查具有全国性、大规模、多层次和开放性的特点。

调查涵盖全国 12 个省份（辽宁，黑龙江，江苏，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西，

贵州，北京，上海和重庆）约 7200 个家庭，共约 3 万人。因此，作为一项以家庭

为基础的纵向调查，CHNS 数据具有全国代表性（Chen et al.，2015）。本文使用跨

度 19 年的七轮调查数据（1997，2000，2004，2006，2009，2011 和 2015 年），将

样本限定为农村地区，在剔除了未养育子女的个体和缺失值后，有效样本量为 23830

个，其中 7817 个样本为有子女外出务工的父母，占总样本的 33%。 

（二）变量 
本文关注的被解释变量是个体的健康水平，如何科学地度量健康自然成为关键

问题。健康是个体的体格、精神与社会适应的健康状态，是一个包含生理和心理状

态的多维度概念（WHO，2015）。因此，本文选择三个不同维度来测度留守父母的

健康状况。“过去四周是否患病”衡量个体短期身体健康，该变量来自问卷中受访

者对过去四周生理健康状态的客观判断；“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动（Instrumental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IADL）”衡量长期身体健康状况，由于对于 IADL 的调

查仅针对 55 岁及以上人群，所以对于该变量的研究我们仅使用 55 岁以上受访者样

本；“生活满意度”衡量父母的心理健康状况，由于 CHNS 对于生活满意度的调查

是从 2006 开始，因此对于该变量的研究我们仅使用 2006、2009 和 2011 年的数据。 

本文重点关注的解释变量是“是否为留守父母”，CHNS 问卷通过“该家庭成

员是否住在家中？”询问了每一个家庭成员的居住状况，我们把选择回答“外出打

工”定义为至少有一个同户成年子女外出务工的农村父母，即“留守父母”；而

“非留守父母”则定义为没有同户子女外出务工的农村父母。在本研究中，留守父

母占总样本的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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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文控制了留守父母的个体特征和家庭特征。个体特征主要包括年龄、

性别、教育程度、是否参加劳动、是否拥有医疗保险（社会基本医疗保险和商业医

疗保险）等。家庭人口构成包括家庭中是否有多个成年子女以及是否照料 6 岁及以

下的儿童。家庭经济状况包括家庭资产指标①（是否有摩托车、拖拉机、汽车等）。

研究变量的具体描述见表 1。 

三、计量方法 

研究外出务工对留守父母健康产生的影响，一定要解决外出务工的自我选择对

于回归结果可能产生的偏误。本文采用倾向值匹配分析方法（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PSM），基本思想是从未有子女外出务工的控制组中根据倾向得分选取某

些个体，与有子女外出务工的处理组进行匹配，进而可以求得配对个体间的结果变

量的差异，以实现对干预效应的无偏估计（Rosenbaum、Rubin，1983；Rubin，2007）。 

表 1  变量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变量说明 均值 标准差 
四周患病 1=有；0=无； 0.140 0.347 

IADL 1=不能完成所有；0=能完成所有 0.767 0.422 
生活满意度 1=很好，2=好，3=中，4=差或很差 2.449 0.834 
留守父母 1=是；0=否 0.328 0.470 
年龄 连续变量 54.616 11.043 
性别 1=男；0=女 0.472 0.499 

未接受教育 1=未接受教育或小学未毕业；0=其他 0.307 0.461 
小学 1=小学毕业；0=其他 0.261 0.439 

初中及高中 1=初中、高中或技术学校毕业；0=其他 0.413 0.492 
大专及以上 1=大专及以上；0=其他 0.018 0.134 
从事劳动 1=是；0=否 0.644 0.479 

成年子女个数 1=两个及以上；0=仅一个 0.550 0.497 
照料 6 岁及以下儿童 1=是；0=否 0.163 0.370 

医疗保险 1=有；0=没有 0.604 0.489 
家庭资产 含 17 项基本家用电器等的数量 7.879 4.438 
东部地区 1=东部地区；0=其他 0.327 0.469 
西部地区 1=西部地区；0=其他 0.254 0.435 

以 1Treatment  表示有子女外出务工，即处理组； 0Treatment  表示没有子女

外出务工，即控制组。则平均处理效应可以表示为： 

1 0
( 1)ATT E Y Y Treatment   ，               （1） 

其中，Y1 和 Y0 分别表示处理组和控制组的健康变量。 

 为了选取与处理组个体在可观测的基本特征上一致的控制组个体，本文利

                                                        
① CHNS 问卷中调查了家庭中某些耐用品的拥有情况，我们使用这些数据构建代表家庭财富的综合指数，该指

数基于家庭对普通耐用品的拥有状况，拥有这些耐用品代表着相对现代和舒适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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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Logit 模型获得倾向得分，即 Logit 模型的预测值，模型如式（2）： 

1 2 3
Pr{ = 1 | } = F(h( + + + ))Treatment X Ind HS HE            （2） 

其中，Ind 表示留守父母的个体特征，包括受访者年龄、性别、教育程度、是

否参加劳动及是否有医疗保险等；HS 表示家庭的人口构成，包括家庭内是否有多

个成年子女以及是否照料 6 岁及以下的儿童；HE 表示家庭的经济状况。 

四、实证分析结果 

（一）样本匹配质量 
表 2 呈现了可观测变量匹配前和匹配后在处理组和控制组之间差异的 t 检验结

果。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匹配后，控制组中根据倾向得分选取的样本组与处理组在

可观测变量方面差异均有所减小，说明选取的控制组样本与处理组能够保持一致

性，具有较好的匹配质量。匹配后的核密度函数见图 1，两组变量的特征在匹配后

是相似的。表 3 我们进一步呈现了匹配后的数据整体平衡条件的检验结果。 

表 2  匹配质量的 t 检验结果（四周患病率） 

匹配前 匹配后 

变量 处理

组 
控制

组 
t P＞|t|

处理

组 
控制

组 
t P＞|t| 

%
偏

误

减

小 
年龄 53.892 54.97 -7.08 0.000 53.892 54.015 -0.78 0.434 88.6 

未受教育 0.314 0.303 1.71 0.088 0.314 0.317 -0.35 0.725 75.9 
小学 0.286 0.249 6.03 0.000 0.286 0.285 0.19 0.847 96.2 

初中和高中 0.393 0.423 -4.39 0.000 0.393 0.393 0.08 0.937 96.9 
大专及以上 0.006 0.024 -9.55 0.000 0.006 0.005 0.49 0.627 96.6 
参加劳动 0.717 0.609 16.54 0.000 0.717 0.723 -0.77 0.441 94.9 

多个成年子女 0.717 0.469 37.23 0.000 0.717 0.711 0.89 0.375 97.4 
照料 6 岁以下儿童 0.192 0.149 8.26 0.000 0.192 0.182 1.46 0.145 78.4 

医疗保险 0.613 0.600 1.85 0.064 0.613 0.600 1.64 0.100 -2.8 
家庭资产指标 7.78 7.927 -2.41 0.016 7.78 7.702 1.10 0.272 46.9 
东部地区 0.259 0.361 -15.76 0.000 0.259 0.264 -0.73 0.465 94.9 
西部地区 0.306 0.229 12.95 0.000 0.306 0.297 1.23 0.217 88.3 

说明：本表仅呈现四周患病变量的匹配质量检验。IADL 和生活满意度匹配质

量检验见附表 1 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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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匹配后核密度函数图 

表 3  匹配质量的整体检验结果 

 伪
2

R  
2

LR  
2

P   均值偏差 中位数偏差 

匹配前 0.064 1942.98 0.000 14.4 10.7 
匹配后 0.000 10.71 0.468 1.3 1.2 

说明：本表仅呈现四周患病变量的匹配质量整体检验结果。IADL 和生活满意

度匹配质量整体检验结果见附表 3 和 4。 

（二）回归结果 
表 4 呈现了基于 PSM 方法的平均处理效应 ATT 估计结果。我们采用近邻匹配

（Nearest-NeighborMatching）方法下的 1 对 2 匹配作为主要结果进行呈现（见表 4

第 1 列），此外将近邻匹配中 1 对 1 匹配、1 对 4 匹配以及半径匹配（RadiusMatching）

和核匹配（Kernel Matching）作为稳健性检验（见表 4 第 2-5 列）。结果显示在使用

不同的匹配方法下，估计结果的显著性和符号与主要结果保持一致。此外表 4 还呈

现了每种匹配方法下不满足假设的样本数目，即不满足共同支撑要求的观测值，这

些观测值相比样本总体数量非常小，可以认为共同支撑要求未对样本总体产生较大

影响。 

表 4 第 1 列中，匹配之后四周患病率与生活满意度均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不

等于 0，且相对于非留守父母，留守父母会因为子女外出务工导致过去四周患病的

概率增加 2.7 个百分点，并且显著降低对于生活满意度的评价。回归结果表明，成

年子女外出务工会对留守父母在短期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造成负面影响。我们分析

可能的原因是由于与父母共同居住的子女外出务工时，家庭的照料方式遭到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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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缺少子女照料后产生的孤独、焦虑以及压力（Adhikari et al.，2011；Song，2016）

造成身体和心理健康的负面影响。此外子女外出务工显著减少了留守父母得到的实

质性支持，增加了父母在农活和家务上花费的时间（Chang et al.，2011；左冬梅、

李树茁，2011）。 

表 4  子女外出务工对留守父母健康的影响 

主要结果 稳健性检验 
变量 近邻匹配 

1：2 
近邻匹配

1：1 
近邻匹配 

1：4 
半径匹配 核匹配 

四周患病率 0.027*** 0.023*** 0.030*** 0.023*** 0.027*** 

（1=是） （4.28） （3.08） （5.26） （3.07） （5.19） 
观测值 7817 7817 7817 7815 7817 

不满足假设 0 0 0 2 0 
IADL -0.010 0.011 0.008 -0.010 0.002 

（1=无法完成） （-0.43） （0.55） （0.48） （-0.43） （0.11） 
观测值 1227 1227 1227 1224 1227 

不满足假设 0 0 0 3 0 
生活满意度 0.116*** 0.096*** 0.107*** 0.096*** 0.109*** 

（1=很好） （5.18） （3.67） （5.23） （3.65） （5.93） 
观测值 3609 3609 3609 3592 3609 

不满足假设 0 0 0 17 0 

注：***、**和*分别表示在 1%、5%和 10%水平上显著。 

我们的研究结果与国内外文献是一致的。Ao et al.（2016）发现子女移民打工

增加了父母健康恶化的可能性。Huang et al.（2016）研究发现子女移民对父母健康

有显著的负面影响。Antman（2010）研究发现子女移民增大了父母身体和心理健康

恶化的可能性。国内相关研究中，舒玢玢、同钰莹（2017）研究发现成年子女外出

务工会对农村老年人健康产生不利的影响，并且长期两地分离而导致家庭照顾支持

和情感支持的减少是老年人健康状况变差的主要原因。连玉君等（2015）研究发现

子女外出务工使得父母自评健康和生活满意度双双下降。 

在表 4 中，我们发现 IADL 指标在匹配后的 ATT 值并不显著。那么这是否说明

子女外出务工对于父母长期健康因素不产生影响吗？我们进一步考察不同年龄分

组的留守父母数据匹配后的平均处理效应。在表 5 中，对于 65 岁及以上的老年父

母，匹配后的 ATT 值均显著不为 0，相比非留守父母，留守父母会因为子女外出务

工而增加不能完成日常生活活动概率 6.1 个百分点。这表明子女外出务工对于 65 岁

及以上的老年留守父母的长期身体健康状况有一定的消极影响。我们分析这可能是

因为相比较年轻的留守父母，老年的留守父母对子女照料的依赖程度更高，从而受

到子女外出务工这一行为的影响也越显著。这一结果与国际研究的发现是一致的，

Ao et al.（2016）发现子女移民务工对 60 岁及以下的留守父母的自评健康状况没有

显著的影响，但会增加 60 岁以上的留守父母有较差自评健康概率 17.8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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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区分年龄段考察子女外出务工对于留守父母 IADL 指标的影响 

主要结果 稳健性检验 
A.大于等于 65 岁 近邻匹配 

1：2 
近邻匹配 

1：1 
近邻匹配 

1：4 
半径匹配 核匹配 

IADL 0.061*** 0.057** 0.038* 0.058** 0.026* 

（1=无法完成） （2.73） （2.04） （1.95） （2.10） （1.65） 
观测值 368 368 368 359 368 

不满足假设 0 0 0 9 0 
主要结果 稳健性检验 

B.小于 65 岁 近邻匹配 
1：2 

近邻匹配 
1：1 

近邻匹配 
1：4 

半径匹配 核匹配 

IADL -0.015 -0.024 -0.002 -0.024 -0.006 
（1=无法完成） （-0.57） （-0.79） （-0.09） （-0.79） （-0.30） 

观测值 859 859 859 858 859 
不满足假设 0 0 0 1 0 

注：***、**和*分别表示在 1%、5%和 10%水平上显著。 

（三）基于自评健康变量的稳健性检验 
在主要回归结果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使用自评健康这一综合性指标来进行稳

健性检验。在卫生经济研究中，自评健康被认为是一项较为稳定的度量健康状况的

指标（Farmer、Ferraro，1997）。由于自评健康变量仅在 1997 年、2000 年、2004

年和 2006 年的调查问卷中进行询问，因此本部分稳健性检验采用 1997—2006 年的

数据。表 6 显示，在以自评健康作为关键被解释变量时，匹配后的平均处理效应显

著不为 0，相比非留守父母，留守父母会因为子女外出务工而增加自评健康较差的

概率 6.4 个百分点。表明子女外出务工对留守父母的自评健康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

这与我们之前的研究结论保持一致，验证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表 6  子女外出务工对留守父母自评健康的影响 

主要结果 稳健性检验 

变量 近邻匹配 

1：2 

近邻匹配 

1：1 

近邻匹配 

1：4 
半径匹配 核匹配 

自评健康 -0.064*** -0.039** -0.063*** -0.039** -0.055*** 

（1=健康） （-4.72） （-2.32） （-5.34） （-2.33） （-5.34） 

观测值 3827 3827 3827 3826 3827 

不满足假设 0 0 0 1 0 

注：***、**和*分别表示在 1%、5%和 10%水平上显著。 

（四）子样本的回归结果 
为了进一步从性别差异角度检验子女外出务工对留守父母健康状况影响的异

质性，我们分别对两类子样本进行了匹配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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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中 Panel A 是对留守父亲和母亲进行分组，并呈现了匹配后的 ATT 值。我

们发现留守父亲会因为子女外出务工增加患病概率 3.6 个百分点，而留守母亲则会

增加患病概率 2.3 个百分点。生活满意度的回归结果也显示留守父亲受到的消极影

响略大于留守母亲受到的消极影响。表 7 中 Panel B 是对外出务工的儿子和女儿进

行分组，回归结果显示，相比较非留守父母，留守父母会因为儿子外出务工而增加

患病概率 3.7 个百分点，因为女儿外出务工而增加患病概率 2.9 个百分点。生活满

意度的回归结果也显示儿子外出比女儿外出带来的冲击更大。针对这一结果，我们

分析可能有以下原因。中国农村地区是父权制体系，农村儿女所承担照护老人的角

色不同（左冬梅、李树茁，2011）。儿子在经济和日常照料上承担主要责任（Cong、

Silverstein，2011），而女儿的照料责任通常出于亲情而非社会期望（Xu，2002）。

根据一项对“安徽农村老年人福利状况”的研究（左冬梅、李树茁，2011），与外

出女儿相比，外出儿子为父母提供的生活照料在外出前后的降低效果更明显。因此，

儿子的外出更有可能破坏家庭原有的模式，并对父母健康造成影响。 

表 7  子样本的回归结果 

Panel A Panel B 
变量 

留守父亲 留守母亲 儿子外出 女儿外出 
四周患病率 0.036*** 0.023** 0.037*** 0.029*** 

（1=是） （4.32） （2.66） （5.01） （2.84） 
观测值 3693 4124 4863 1731 

不满足假设 0 0 0 0 
IADL 0.012 -0.017 0.009 -0.046 

（1=无法完成） （0.41） （-0.74） （0.43） （-0.92） 
观测值 602 625 902 153 

不满足假设 0 0 0 0 
生活满意度 0.127*** 0.094*** 0.124*** 0.118*** 

（1=很好） （3.95） （3.15） （4.95） （2.70） 
观测值 1678 1931 2446 574 

不满足假设 0 0 0 0 

注：***、**和*分别表示在 1%、5%和 10%水平上显著。 

结论 

成年子女的外出务工是由城市化推动的一个独特的人口迁移活动。在仍然以家

庭养老为主要养老方式的我国农村地区，子女外出对留守父母健康产生的影响受到

广泛的关注。本文研究结果发现，总体而言，有成年外出务工子女的留守父母的身

体健康和心理健康状况比没有外出务工子女的父母要差，而且这种负面影响对父亲

更大。这个发现与家庭破坏理论模型相一致，强调了父母与担任其照料责任的成年

子女异地分离的破坏性影响。此外，我们的研究发现成年儿子的外出对父母健康的

负面影响更大。基于以上结论，我们认为为了弥补以家庭支持为主的传统养老模式，



 ·1267·

政府部门应当加强对农村地区社区和机构照料的投入，以期弥补由于子女外出，照

料缺失给父母带来的健康影响。 

 

附录 

附表 1  匹配质量的 t 检验结果（IADL） 

匹配前 匹配后 
变量 

处理组 控制组 t P＞|t| 处理组 控制组 t P＞|t|
 

%偏误

减小 

年龄 62.163 65.294 -12.11 0.000 62.163 62.231 -0.26 0.794 97.8 
参加劳动 0.640 0.428 12.99 0.000 0.640 0.626 0.69 0.488 93.6 

多个成年子女 0.660 0.439 13.54 0.000 0.660 0.647 0.71 0.480 93.9 
家庭资产指标 5.231 5.583 -2.38 0.017 5.231 5.233 -0.01 0.990 99.4 
东部地区 0.215 0.301 -5.75 0.000 0.215 0.208 0.44 0.659 91.5 
西部地区 0.416 0.325 5.75 0.000 0.416 0.409 0.34 0.737 92.6 

附表 2  匹配质量的 t 检验结果（生活满意度） 

匹配前 匹配后 
变量 

处理组 控制组 t P＞|t| 处理组 控制组 t P＞|t|
 

%偏

误 
减小 

年龄 56.382 57.436 -4.39 0.000 56.382 56.604 -0.90 0.366 78.9 
未受教育 0.377 0.345 3.16 0.002 0.377 0.379 -0.18 0.861 93.7 
小学 0.254 0.223 3.48 0.001 0.254 0.255 -0.16 0.875 94.7 

初中和高中 0.363 0.409 -4.54 0.000 0.363 0.359 0.36 0.717 91.1 
大专及以上 0.007 0.023 -5.90 0.000 0.007 0.008 -0.24 0.814 97.0 
参加劳动 0.683 0.566 11.58 0.000 0.683 0.684 -0.13 0.894 98.8 

多个成年子女 0.757 0.535 22.42 0.000 0.757 0.748 0.82 0.410 96.2 
照料 6 岁以下儿童 0.294 0.146 7.43 0.000 0.294 0.199 0.56 0.578 90.9 

有医疗保险 0.873 0.873 0.10 0.922 0.873 0.874 -0.14 0.890 -60.0 
家庭资产指标 9.279 9.350 -0.82 0.414 9.279 9.273 0.05 0.957 92.5 
东部地区 0.259 0.360 -10.38 0.000 0.259 0.261 -0.16 0.870 98.3 
西部地区 0.306 0.227 8.75 0.000 0.306 0.303 0.29 0.769 96.0 

附表 3  匹配质量的整体检验结果（IADL） 

 伪
2

R  
2

LR  
2

P   均值偏差 中位数偏差 

匹配前 0.066 354.12 0.000 29.6 31.0 
匹配后 0.000 1.34 0.969 1.6 1.5 

附表 4  匹配质量的整体检验结果（生活满意度） 

 伪
2

R  
2

LR  
2

P   均值偏差 中位数偏差 

匹配前 0.064 1942.98 0.000 14.4 10.7 
匹配后 0.002 10.35 0.495 2.8 1.6 

 

（本文作者：陈璐，南开大学金融学院教授；谢文婷，南开大学金融学院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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